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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技术主权：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之路

周云帆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摘 要：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不仅深刻重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也使技术进步超越纯粹的工具理性范畴，演变为技术主权与国家主权深度交织的政治经济学议题。本文结合马克

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当代科技竞争实践，从技术进步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关联、人工智能的潜在陷阱、人工智能

对技术主权的特殊意义等三个维度展开分析，论证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表明，要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国需构建自主技术体系，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突破生

产力发展瓶颈、防控技术依赖风险、掌握人工智能发展主动权的关键路径，本文的研究可为新时代科技强国建设

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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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当前，人工智能正以颠覆性力量重构全球生产体系和国际竞争格局，并成为衡量国家竞争力

的关键要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

力，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时代技术进步与社会制度变迁呈现鲜明的政治经济学

逻辑，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马克思所揭示的“物化的知识力量”到新时代的“新质生产

力”，技术进步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关键力量。然而，在全球化纵深发展与大国战略

博弈加剧的双重背景下，技术进步已超越纯粹的工具理性范畴，演变为技术主权与国家主权深度

交织的政治经济学议题。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长期推行技术霸权主义，从“巴黎统筹委员

会”“瓦森纳协定”到当前针对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端芯片的出口管制措施，其本质

是通过技术垄断遏制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1］。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

取得系统性突破，并建成自主可控的算力生态，初步验证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可行性。但

是，中国在核心算法、高端制程等领域的结构性短板依然存在，技术依赖所产生的安全风险仍不

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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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剖析人工智能发展的内在规律，厘清技术主权与“技术

陷阱”的辩证关系，阐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对突破生产力发展瓶颈、防控技术依赖风险、掌握

人工智能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意义。技术进步虽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力量，但其效能释放始终

受制于特定的生产关系。本文正是立足于这一基本前提，剖析智能时代技术进步与国家主权安全

之间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二、技术进步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关联

生产力的迭代升级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而技术进步始终是驱动生产力变革、重塑经

济形态的关键力量。从农耕时代的器具革新到工业时代的机器革命，再到智能时代的技术跃升，

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跨越式发展，都以技术进步为前提。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

进，人工智能作为通用性、引领性关键核心技术，正在全方位重构生产模式、重组生产要素、重

塑产业生态，推动社会生产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立足新发展阶段，面对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

关键核心技术壁垒持续高筑的复杂格局，中国需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原始创新

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从而牢牢掌握技术主动权，持续释放生产力发展新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实技术支撑。

（一）技术进步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力量

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要素构成，技术进步则贯穿于三大要素迭代升级

的全过程。技术进步通过提升劳动者的知识与技能水平、升级劳动资料、拓展劳动对象的范围与

形态、优化要素组合方式，推动生产力从量变积累向质变跃升，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力

量。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本质上是技术不断进步、生产力持续跃升的历史过程。

技术进步提升劳动者的知识与技能水平，推动生产力主体的发展。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

的要素，其知识素养、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直接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传统生产模式中，劳

动者主要依托体力和经验性技能参与生产，效率提升空间有限。技术进步持续推动劳动者能力的

结构性转型。在工业时代，机械化生产技术使劳动者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部分解放，机械操作和

生产组织技能成为新的能力要求；在信息时代，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催生了掌握数字技术、信息

处理和系统运维技术的新型劳动者；在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进一步推动劳动者向

创新型和技能型转变。技术进步不仅提升了劳动者的认知水平、操作能力和创新水平，更从根本

上改变了劳动过程的性质，以及人在生产中的地位，使劳动者的价值创造能力持续提升，为生产

力发展提供了持久的人力资本支撑。

技术进步使得劳动资料升级。劳动资料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生产工具的根本

性变革标志着生产力的跃升。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和互联网快速发展，

生产过程实现了数字化管控和精细化运营，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历史

实践表明，劳动资料升级是生产力跃升的核心载体，技术进步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力

发展的速度。

技术进步不断拓展劳动对象的范围与形态，为生产力跃升提供更为广阔的物质基础。劳动对

象是生产活动的物质前提，技术进步能够不断突破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的限制，持续拓展劳动对

象的范围、种类及其利用价值。在传统生产条件下，劳动对象主要局限于土地、矿产、农林资源

等自然物质，利用方式相对粗放、效率较低。随着材料科学、化工技术和勘探技术的进步，人工

合成材料、新能源、新型矿产资源等不断涌现，极大优化了生产资源的供给结构。进入智能时

代，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凭借可复制、可共享、非竞争性等特征，突破了传统生产要素的稀

缺性约束，成为驱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技术进步通过打破资源约束、拓展生产边界、深化

资源利用，推动生产力发展逐步摆脱对传统生产要素的过度依赖，为实现多元化、可持续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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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基础。

技术进步通过优化要素组合方式，为生产力跃升提供制度性支撑。生产力的高效发展不仅依

赖单一要素的升级，更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和有效配置。技术进步通过持续优化生产组织

方式、产业分工体系和资源配置机制，缓解生产环节的结构性矛盾，提升生产系统的运行效率。

在传统生产模式下，产业分工较为粗放、生产环节衔接不畅、供需匹配存在时滞，资源配置效率

偏低。随着交通、通信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跨区域、跨行业的产业协作日益深化，精细化分工、

智能化协同和一体化生产的组织模式逐步形成。企业生产由分散化、粗放式向集约化、精准化、

智能化转型，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协同联动能力不断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和生产体系运行

效率显著提升，上述变革共同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持续跃升。

（二）人工智能对传统生产要素的系统性重塑

在智能时代，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体现为以数据为代表的新型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要

素的系统性重塑。就劳动者而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重构了其能力结构，推动劳动者向创新型

和技能型方向转变。一方面，创新型人才承担算法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另一方面，技

能型人才需具备操作智能化生产工具和落实人机协同的实践能力。技术进步驱动劳动者知识结构

和能力标准发生深层变革，进而催生并支撑上述两类人才需求的同步扩张。近年来，中国通过优

化高校专业布局、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持续加强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稳

定可持续的人力资本支撑。同时，以智能机器人、自动化制造设备、智算中心为代表的新型劳动

资料，正逐步替代传统劳动资料，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生产活动的边界。

以青岛人工智能产业园为例，该园区依托全精度混合算力服务，正加速推动垂域大模型、海

洋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应用落地。2025年，青岛人工智能产业园营收达 879. 3亿元，同比增

长 13. 8%；500余家产业链企业和 80余款特色化大模型持续集聚。这一实践表明，智算中心等新

型劳动资料已成为推动生产过程智能化转型的关键基础设施［2］。同时，国产大模型加速向实体

经济渗透，赋能智能制造、自动驾驶和通用人形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国产大模型已覆盖从产品研

发、生产制造至运营管理的全生命周期，在提升工程设计效率、优化产线排布、强化设备监控和

提升异常监测水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3］。此类中国自主研发的劳动资料正构成生产力跃升的

技术基础。

从劳动对象维度看，人工智能拓展了劳动对象的范围和利用深度。人工智能通过对海量数据

的深度学习与挖掘，将原本无序的信息转化为可被加工、可被计算的智能客体，使数据真正成为

新型劳动对象。同时，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型劳动对象的开发和利用，亦高度依赖人工智能。例

如，“本草智库”中药全产业链大模型汇集了超 1 500万条中药材基原物种基因信息、超 3 000万

条中药成分与靶点互作信息，以及超 400万个化合物等底层核心数据，构建了覆盖中药全产业链

的知识图谱（包含超 2 000万个实体和超 20亿个关系对）。该模型为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精

准支持，有效优化了生产流程，并提升了产品质量［4］，体现了人工智能对劳动对象的数据化和

知识化重构作用。

（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技术进步与生产力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无论是智算中心等新型劳动资料，还是覆盖全产业链的行业大模型，均建立在关键核心技术

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之上。因此，人工智能对生产要素的重塑效应能否持续释放，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技术体系的自主可控程度。历史经验表明，关键核心技术难以从外部获取，依赖技术引进

易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技术引进虽可在短期内提升生产效率，但难以从根

本上突破发展瓶颈。这是因为技术并非普通商品，而是嵌入资本积累、产业分工和国家竞争中的

战略性生产要素。高科技产业竞争不仅是企业间的市场竞争，更是国家间围绕技术垄断、产业优

势和国际权力结构展开的战略博弈［5］。通过引进设备、工艺和专利，企业虽能较快提升生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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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管理水平，但这主要属于“外源性效率提升”，仅解决了技术应用层面的问题，并不等同于

掌握核心原理、关键零部件和底层软件，主导技术标准，以及具备持续创新能力。在创新模式选

择过程中，依赖技术引进难以支撑长期技术进步，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对提升产业竞争力、突

破技术约束具有决定性作用［6］。
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国家及跨国公司通常仅转让成熟、边缘或受控技术，而不会主动转让决

定未来竞争优势的关键核心技术，否则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高端地位、专利收益和规则制定权将

被削弱。关键核心技术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和战略性特征，无法依靠外部转让获取，必须通过自

主攻关形成可控能力［7］。在后发国家引进某一代技术时，领先者往往已布局下一代技术；待引

进方完成消化、建设和投产，原有技术可能已被替代。

若中国未形成涵盖研发投入、人才培养、工程验证、产业协同和制度支持的完整高水平科技

创新体系，便只能持续依赖外部技术供给，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中低端，仅能获取加工收益而难

以获得技术租金和发展主动权。持续依赖引进技术并非跨越“技术陷阱”的有效路径，破解这一

困境需依托由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金融资源配置共同构成的创新体系［8］。构建以

自主创新为核心的高水平科技创新体系是生产力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从“两弹一星”时期的战

略突围到高铁和 5G网络建设中的全球领跑，中国的实践充分印证了依托新型举国体制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性。

相关测算进一步佐证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经济意义。以DeepSeek为代表的国产大模型

不仅推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扩散，更通过任务自动化重塑了要素投入结构，从而为克服生

产率增长停滞提供了新的微观基础。据高盛估算，人工智能自 2026年起将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

率形成正向贡献，至 2030 年可提振 GDP 约 0. 2 至 0. 3 个百分点，未来十年累计提振幅度约为

8%［9］。然而，上述增长潜力的兑现以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为前提。一旦中国在高端芯片、算

法等关键领域形成对外依赖，技术领先国即可凭借垄断优势实施精准“断链”打压。这不仅将制

约中国产业升级的进程，更会导致中国丧失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主动权。

三、人工智能的潜在陷阱

（一）人工智能“技术陷阱”的隐蔽性

技术进步并非沿单一方向线性展开，这种非线性的演化特征意味着，一旦在关键节点丧失技

术主权，外部依赖便可能异化为多重结构性陷阱，对生产力发展和国家利益造成潜在危害。在国

际竞争层面，技术依赖往往演变为制约后发国家发展的深层桎梏。在智能时代，这一风险具体表

现为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以及平台垄断

格局下的价值分配失衡。数字技术虽能通过成本节约、产业链赋能和出口增值等路径重塑全球分

工格局，但也衍生出价值链缩短与回流、链主国家对后发国家的技术压制等结构性冲击，并经由

数字鸿沟的放大效应，进一步诱发世界经济不平等加剧的系统性风险［10］。
技术依赖陷阱源于技术选择的锁定效应。后发国家若过度依赖引进国外成熟技术，可能丧失

自主研发的动力和能力。欧洲在数字经济领域因长期依赖美国技术导致本土人工智能发展滞后，

此为技术依赖的典型例证。数字依赖指数（Digital Dependence Index，DDI）显示，2019年，德

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数字依赖指数分别为 0. 82、0. 84、0. 82和 0. 86，均处于“高脆弱性”

区间，表明欧洲主要经济体在数字技术上存在较强的外部依赖。更为关键的是，上述四国在信息

基础设施和平台生态层面对美国企业存在深度依赖，四国对美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双边依赖指数分

别为 0. 83、0. 83、0. 89 和 0. 83［11］。这意味着，欧洲主要经济体不仅在数字技术上高度依赖美

国，其信息基础设施也已深度嵌入美国主导的技术生态，本土产业的自主发展空间因此受到结构

性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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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陷阱则呈现另一种形态，即部分发达国家或企业凭借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控，通过

设置技术壁垒限制竞争，并攫取超额利润。美国对中国企业在芯片、操作系统等领域实施的技术

封锁，正是技术垄断陷阱的现实体现。

人工智能特有的“技术陷阱”因其隐蔽性而更具危害潜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预训练阶段普

遍缺乏有效的数据筛选机制，导致生成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难以保障，虚假或违规信息可能随

大规模信息流扩散。“人工智能幻觉”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风险形态，即大语言模型可能生成表

面逻辑自洽但缺乏事实依据的内容。一旦此类内容进入司法认定、科学研究或公共决策等关键场

景，便可能引发难以逆转的系统性偏差［12］。此外，人工智能的“武器化”趋势可能引发军备竞

赛，算法偏见和歧视可能加剧社会不公，这均对技术安全构成挑战。更深层的风险在于，人工智

能并非仅带来技术安全问题，而是通过模型扩散、数据集中、算法决策和平台化部署，形成系统

性外溢机制。技术滥用、算法偏见的规模化传导，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对智能系统的深度依赖，可

能使局部风险跨越部门、产业和国家边界，转化为公共安全、社会信任和全球治理层面的复合危

机。面对这一趋势，现有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时效性、跨域协同和规则统一性等方面均存在

明显的结构性缺口［13］。
（二）技术依赖深化人工智能“技术陷阱”的锁定效应

技术依赖使国家在面对外部技术封锁时陷入被动，进而放大各类风险的冲击效应。以美国对

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封锁为例，其措施涵盖芯片出口管制、人才交流限制和国际合作阻挠等

多个维度，旨在通过切断技术供给链条来遏制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中国在图形处理器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GPU）等人工智能训练关键硬件领域持续依赖进口，不仅将提高人工

智能企业的生产成本，还可能因供应中断导致产业停滞。具体而言，2022年，美国商务部工业

与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对先进计算芯片、超级计算机最终用途和半导体

制造设备实施出口管制；2023年，美国又进一步强化对先进计算芯片和半导体制造相关物项的

限制，直接影响GPU等人工智能训练关键硬件的对华供应［14］。同时，美国还实施实体清单和外

国直接产品规则，限制中美科技人才交流和学术合作，并协调其他掌握关键供应链的国家共同限

制先进技术向中国出口。由此可见，技术主权在实践中呈现双重特征。对后发国家而言，技术主

权体现为维护发展自主权的正当诉求；而部分发达国家则将技术主权视为维护技术垄断、遏制他

国发展的工具。同一概念的分歧用法，折射出其背后不同的发展逻辑。

此外，大规模人工智能模型训练高度依赖GPU、张量处理器（Tensor Processing Unit，TPU）
和专用集成电路（Application‑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ASIC）等高端芯片提供算力。若中国在

核心硬件领域持续依赖进口，一旦面临出口管制收紧、订单取消或供应中断等外部风险，产业发

展将受到严重制约。数据显示，训练一个千亿参数大模型的成本高达 200万—1 200万美元［15］，
而国外芯片的垄断地位进一步提高了企业成本。部分中小企业因无力承担高昂的算力成本，被迫

放弃技术研发，发展陷入停滞。同时，中国企业对国外算法框架的依赖也可能引发数据安全风

险，导致大量敏感数据被境外企业获取，进而威胁国家信息安全和经济安全。

更为关键的是，技术依赖还可能导致国家丧失技术标准制定权。在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制定

中，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国家凭借先发优势获得技术标准制定权，通过设定有利于自身的技术标

准压缩后发国家的赶超空间，并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行业标准中的必要专利，从而形成难以绕开的

强制性技术壁垒。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国家通过主导制定符合本国技术路

线的国际标准，提高后发国家的技术转换与合规成本，进而攫取技术租金。若中国不能在人工智

能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突破，将难以在国际标准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在技术进步层

面陷入被动困境，加大在全球创新网络中被长期边缘化且锁定于低附加值环节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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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突破人工智能“技术陷阱”的关键路径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价值在于摆脱对外部技术体系和既有创新路径的结构性依赖，从

而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掌握战略主动权。长期以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发展受制于高端芯片供给

短缺、算力资源过度集中、训练成本高企，以及闭源平台生态封闭垄断等因素。传统技术路线以

大规模参数扩张、海量数据训练和高强度算力投入为基本逻辑，深度依赖特定硬件资源和少数技

术平台。DeepSeek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正通过开源开放、算法优化、训练范式创

新和资源高效型架构，探索出一条有别于传统算力密集型技术路线的自主发展路径。

⒈重构技术与治理范式

从技术机制看，DeepSeek的意义不仅在于突破GPU等基础算力资源的限制，更在于通过模

型架构和训练方法的系统性优化大幅提升算力使用效率，降低对算力堆叠的依赖。具体而言，

DeepSeek‑R1以算法效率和工程优化为核心，有效缓解了传统大模型在高计算成本、高数据依赖

和任务适应性不足等方面的固有局限，为资源受限环境下的模型训练、部署和应用提供了新的技

术可能［16］。从产业竞争格局看，DeepSeek的开源策略和低成本模型技术路线对既有生成式人工

智能市场结构形成实质性冲击，尤其挑战了部分发达国家的市场主导地位。DeepSeek‑R1 和

DeepSeek‑V3均以较低运行成本、高性能表现和开放权重为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工智能

技术的普惠化。其中，DeepSeek‑V3的训练成本约为 558万美元［17］，显著低于部分发达国家的同

类模型。DeepSeek‑R1的开放权重和较低运行成本，使资源受限地区的研究者和开发者能够以更

低的门槛接入、改进模型。这种开放式创新不仅拓展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可及范围，也为打破少数

闭源平台对技术演进路径的控制和封锁提供了可行方案。DeepSeek的发展路径表明，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并非仅是对既有技术路线的简单复制。相反，通过底层算法的降本增效和训练范式的

系统性重构，中国企业可以开辟出绕开“算力霸权”的新型技术积累路径。在外部技术约束持续

收紧、全球人工智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这一路径有助于降低对高端算力资源、闭源模型体系和

外部技术平台的依赖，打破部分发达国家技术垄断对发展路径的锁定。

社会化共享知识亦能突破资本私有化的技术垄断。《2025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顶尖

开源模型与闭源模型之间的性能差距已从 2022年的 8%收窄至 2024年的 1. 7%［18］，开源生态正在

系统性地拓展技术获取的边界。开源平台通过降低研发成本、加速技术迭代、促进知识扩散，为

不同规模的创新主体提供了实质性的技术参与路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突破“技术陷阱”

的关键路径，其意义不仅体现在技术竞争层面，更在于通过技术路线重构和开放式创新，为国家

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赢得可持续的战略主动权。

⒉强化风险治理效能

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国需构建自主技术体系，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在应对

人工智能特有的“技术陷阱”时，自主技术体系的关键优势在于能够深入技术架构内核，以识别

风险根源，从而实现精准、主动的风险治理。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算法偏见、歧视性输出等问

题，并非仅是应用环节管理失范的结果。从底层逻辑看，这些风险往往内嵌于模型训练、数据选

择、算法优化和价值对齐等技术环节中。换言之，风险治理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理主

体能否理解、审查、干预人工智能系统的底层运行机制。相较于依赖外部技术供给的模式，自主

技术体系能够为风险识别、机制追溯和规范嵌入提供更充分的操作条件。自主技术体系的优势在

中国人工智能治理的司法实践中已有具体体现。例如，针对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事实虚构、法条

误引、裁判说理失真等问题，中国司法机关正探索构建“三全”释法说理机制和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标注制度，通过全过程留痕、全链条解释、全环节审查，增强司法人工智能应用的透明度和可

追责性。

需要强调的是，此类机制并非附加于技术系统之外的形式安排，而是以深度理解和掌控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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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数据来源、生成逻辑和输出机制为必要前提。依托自主技术体系，各类制度性规范可有效

转化为覆盖模型开发、系统部署和场景应用的可执行规则。同时，中国企业在算法优化和模型训

练过程中，也更注重融入本土价值观、法律规范和社会伦理，并通过数据清洗、算法审查、人工

反馈和安全评测等方式降低偏见性输出风险。由此可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风险治理层面具

有实质功能，而非仅停留在技术竞争层面的概念表述。人工智能的技术内生性决定了风险治理应

超越事后规制，以自主掌握底层模型、算法机制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自主技术体系不仅能够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也将从根本上巩固中国在风险识别、价值对齐和制度执行中的

风险治理主动权。

⒊夯实产业与创新根基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助于防范技术垄断、削弱平台锁定效应，进而营造更加公平、开放的

人工智能市场竞争环境。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优势不仅体现在应用层的创新能力，更集中表现为

对算力芯片、算法框架、开发平台和基础模型等底层技术能力的掌控。大模型产业具有基础资源

门槛高、产业集群效应强和潜在垄断性显著等特征，少数企业对算力、模型和平台生态的控制易

形成结构性垄断，并提高其他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技术升级成本。因此，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的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质上是通过提升国产技术供给能力，降低对外部技术体系和少数平台生

态的依赖，避免产业创新被既有技术路线和平台规则锁定。

人工智能产业链由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构成：基础层提供芯片、服务器、云计算和数据

服务等技术支撑；技术层依托数据、算法和算力实现机器训练与学习；应用层则面向具体行业场

景，将人工智能技术转化为智能产品、解决方案与服务，赋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国产算力平台

和算法框架是人工智能产业生态运行的底层支撑环节。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虽在应用层具有较强竞

争力，但在人工智能芯片、核心算法等基础层和技术层仍存在短板，对外依存度较高［19］。因此，

推进国产算力芯片研发和算法框架建设，对于中国补齐关键核心技术短板、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

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意义上，以华为昇腾、百度飞桨为代表的国产人工智能算力底座和深度学习平台的发

展，不仅实现了单点技术突破，更构成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自主创新生态的重要基础设施。国产

算力平台和算法框架通过整合模型训练、推理部署、工具链适配和行业解决方案等全链路能力，

显著拓展了人工智能研发的主体边界，使中小企业亦能参与场景适配和产业升级进程。这一结构

性效应有助于缓解技术垄断造成的创新排斥，推动产业生态由少数头部平台主导的集中式格局向

多主体协同创新的分布式格局演进。值得关注的是，《2025 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2024
年，全球人工智能私人投资总额达 2 523亿美元，美国以 1 091亿美元居首，约为中国的 12倍。

然而，中国模型在大规模多任务语言理解基准 （Massive Multitask Language Understanding， 
MMLU） 等主流基准上与美国模型的性能差距已从 2023 年的 17. 5% 收窄至 2024 年的 0. 3%［18］。
这一“投入不对等、性能趋同”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对缩小禀赋差

距的战略价值。中国的产业实践表明，自主技术体系能够有效释放地方产业创新活力。人工智能

技术不仅能够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门槛、激发区域创新能力，还在缩小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

动者生产率差距方面展现出显著效应［19］。由此可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有助于摆脱外部

技术依赖，还通过扩大创新主体参与范围、降低技术应用门槛和促进应用场景落地等方式，在制

度与市场双重维度上构建起更具竞争活力和产业韧性的人工智能生态。

四、人工智能对技术主权的特殊意义

（一）人工智能重塑技术主权的内涵

人工智能以其颠覆性、通用性和高度渗透性，正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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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并持续重塑社会生产方式。其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技术的跃升，更在于技术主权的内涵和战

略意义被拓展和重构。在工业时代，技术主权的关注点相对集中，主要聚焦关键工艺和设备制造

能力的自主掌控，衡量标准亦较为清晰，即从研发到应用的全链条自主程度。然而，随着人工智

能的快速发展，传统理论框架已难以解释现实变化。数据资源、算法体系和算力基础在相互牵引

中构成联动系统。因此，技术主权的内涵已从单一能力竞争深化为对复合技术体系的系统治理，

并深度融入国家主权的整体架构。同时，技术主权从国内产业政策和科技战略的内部议题，演变

为大国博弈和全球治理格局重构的焦点问题，其外延随之显著扩大。技术主权内涵的改变，表明

传统理论框架对现实的解释力已出现明显缺口，有必要在新概念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技术与主权的

关系。

在智能时代，技术主权的核心架构可概括为数据、算法、算力的复合结构，三者各司其职又

相互依存，共同构成技术主权的物质基础和运行机理。数据是人工智能的“燃料”，作为模型训

练和价值创造的原始要素，其归属、流动和治理直接决定一国数字资本积累的自主空间。正如斯

尔尼塞克［20］所强调，数据在当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如同石油之于工业经济。算法是数据要素转

化为生产力和决策力的中介机制。算法设计权和解释权直接关系一国对人工智能行为规则的塑造

能力。算力是人工智能的物质基础，作为数据处理和算法运行的硬件支撑，算力的供给能力和可

控程度直接决定一国人工智能产业的韧性。三者构成从生产要素到算法逻辑再到物质载体的完整

链条。丧失数据主权，技术主权将沦为无源之水；丧失算法主权，技术主权将丧失规则塑造力；

丧失算力主权，技术主权将失去物质依托。

在自主性维度上，智能时代的技术进步和安全挑战对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程度提出了前

所未有的高要求。其根源在于人工智能正深度嵌入关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关键领域，使关键

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从一般性发展议题跃升为关乎国家生存的战略性议题。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

的渗透性已远超传统技术竞争的强度和影响范围。例如，在国防领域，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正重

塑军事决策链条和作战节奏，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要求自动化决策系统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若

核心军事系统存在外部依赖，国家极易陷入战略被动。在经济金融领域，算法交易、智能风控和

宏观决策辅助系统已深度融入金融体系日常运行。在新兴数字交易环境中，算法代理的决策速度

远超人类极限。国家金融系统的技术层面若遭受干预，便可能触发难以预判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公共健康领域，人工智能在诊断、药物研发和健康管理中的广泛应用，亦使技术安全与国民生

命健康紧密关联。

部分发达国家或垄断资本凭借对人工智能底层架构的掌控，能够以极低边际成本实施“断

链”威胁。正是这种非对称性，使维护人工智能等关键核心技术的主权从产业竞争层面的策略性

可选项，转变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必备前提。在此意义上，技术主权已不再是主权体系的外

围议题，而是关系国家生存基础和长远发展前景的核心构成。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主权的博弈范围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拓展。技术主权竞争已不再局限

于传统研发能力的较量，而是延伸至数据治理规则制定、算法规则制定、伦理标准确立等规则领

域，形成硬技术与软规则叠加的双重竞争格局。大国竞争已深度聚焦三大核心场域：人工智能国

际技术标准话语权、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主导权，以及算法透明度与伦理治理的规范性主导权。这

一竞争范围的拓展具有深层逻辑。其一，规则即权力，掌握规则制定权意味着能够将自身利益结

构性地嵌入全球技术治理体系。其二，标准即市场，主导制定技术标准即可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

价值分配的制高点。对中国而言，若不能在数据治理、算法规则、伦理标准等领域实现自主突破

并积极参与制定国际规则，不仅难以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更可能在新一轮全球技术治理体系重构

中陷入被动接受的不利地位。

综上所述，智能时代的技术主权已发生范式重构，体现在三个方面：从单一维度转向复合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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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从工具属性转向战略属性，从国内自主转向全球博弈。这一重构的本质是技术主权从生产力

范畴向国家主权范畴的深度跃迁，维护技术主权成为智能时代国家主权理论必须回应的时代命

题。把握这一范式重构的内在逻辑，对于中国在百年变局中维护国家主权完整、推进自主创新战

略、参与全球技术治理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智能时代技术主权面临的现实挑战

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中，中国虽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但仍面临若干深层次、结

构性挑战，外部技术封锁对技术主权构成直接威胁。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将人工智能视为

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采取多种手段遏制中国技术进步。例如，美国对华为等中国企业实施芯片

出口管制，禁止高端 GPU 芯片对华出口，试图瓦解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算力支撑体系。同时，

美国限制中美科技人才交流和学术合作。这些封锁措施直接冲击了中国人工智能的自主发展，严

重威胁技术主权安全。

首先，补齐关键核心技术短板是维护技术主权、守护国家科技安全的必由之路。尽管中国在

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但在核心算法优化、高端芯片制造、基础软件研发等领域仍存

在不足。训练千亿参数级大模型需庞大算力支持，而中国部分企业仍依赖国外GPU芯片，算力

成本居高不下。在算法领域，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国外专利限制，影响了技术应用的自主性。这

些短板使中国在维护人工智能技术主权中处于被动地位。具体而言，关键硬件和基础工艺环节的

供给安全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归根结底是底层硬科技的竞争。从全球产业链分

工看，人工智能加速器、先进制程芯片制造、高带宽存储器、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和光刻机等关

键领域，仍由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美国先后出台多轮针对先进计算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

口管制措施，并构建排他性产业联盟，对中国实施持续性、系统性的技术封锁。尽管中国企业在

本土人工智能芯片、自研指令集架构、国产智算集群等方向取得突破，但在制程工艺、生态成熟

度、单卡性能和互联效率等指标上，与国际先进水平仍存在差距，短期内难以在高性能计算领域

实现完全自主可控。高端芯片等关键硬件的供给受限，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主权构成突出的现实

压力。

其次，模型和算法生态的原始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客观而言，近年来，中国开源大模型生态

正在加快构建。以DeepSeek‑V3、DeepSeek‑R1、通义千问Qwen系列、智谱GLM等为代表的国产

开源模型，在国际主流社区中已具备显著影响力，部分模型在推理能力、训练效率、开源开放程

度等维度跻身全球第一梯队。DeepSeek‑R1的发布更被视为全球大模型竞争格局发生深刻调整的

标志性事件。然而，以维护技术主权这一标准进行衡量，中国在底层架构层面的原创性突破仍显

不足。当前，人工智能的源头创新多发轫于海外，在数学、物理、神经科学等基础学科对人工智

能的反哺方面，中国学术共同体的源头创新成果仍显不足。换言之，中国虽已在工程化创新和开

源生态建设方面跻身世界前列，但在范式级、架构级的原始创新方面仍处于追赶阶段，这是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跨越的关口。

最后，数据要素治理与国际规则话语权博弈交织演进，构成维护技术主权的又一重要实践领

域。数据作为智能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其治理状况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的塑造进程紧密相

关。从国际规则演进看，欧盟相继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据法案》《人工智能法案》，美

国制定《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上述法案在数据跨境流动和人工智能监管领域形成了较为

系统的规则供给，并对全球治理议程产生深远影响。同时，随着七国集团“广岛人工智能进程”

等多边倡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人工智能原则等准则，以及英国人工智能安全峰会、韩国人工

智能首尔峰会等高级别对话的相继推进，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正呈现多层次、多议题并行的特

征。部分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试图主导制定人工智能国际规则，将自身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嵌

入规则体系，在数据跨境流动、人工智能伦理等问题上推行有利于自身的规则标准，压缩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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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技术进步空间。

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发展大国，若未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将难以有效维护自身

技术主权，甚至可能被迫接受不利规则。从国内实践看，中国已初步构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

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为主体的法

律框架，通过《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即“数据二十条”）推

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同时，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并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加

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在全球治理议程中发出了更具包容性的声音。然而，无论是

国内数据要素的高质量供给与流通机制建设，还是在国际规则制定、治理理念传播和关键概念界

定等话语权层面，中国在相关维度上仍存在进一步推进的空间。协同推进数据治理与规则制定，

是中国维护人工智能技术主权的长期任务。

（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维护人工智能技术主权的必由之路

技术主权的维护依赖关键核心技术的持续攻关。近年来，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在人工智能关

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持续加大，并在若干核心方向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例如，

DeepSeek‑R1大模型在多项全球权威评测中跻身世界前列，阿里云通义Qwen2. 5‑Max借助混合专

家架构（Mixture of Experts，MoE）实现性能显著跃升。二者从不同路径印证了中国企业在算法

原始创新领域已具备与国外企业竞争的能力。

中国企业在芯片领域的突破则更具战略意涵，该环节曾长期是部分发达国家进行技术封锁的

核心着力点。华为昇腾、寒武纪等企业的持续攻关，推动国产人工智能芯片算力性能稳步提升，

在某些领域开始打破国外企业的技术垄断和市场封锁。上述突破表明，维护技术主权不再停留于

政策表述层面，而是逐步获得坚实的物质支撑。

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是维护技术主权的关键支撑。当前，中国正形成涵盖芯片、算法、

算力、应用场景的完整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产业生态的闭环使技术成果能够在实际应用中接受检

验并反哺创新，从而显著提升产业的自主性和抗风险能力。当产业链各环节实现内在协同时，技

术主权便不再依赖单点技术的领先，而是获得系统性的抗冲击保障。此外，积极参与制定国际规

则是提升中国在全球技术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更好维护技术主权的重要途径。中国坚持自立自

强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在自主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制定人工智能国际规则，推动构建公平合理

的全球治理体系。2023年，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在人工智能伦理、数据治理等

议题上发出中国声音，推动形成兼顾各国利益的国际规则。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夯实中国参与制

定国际规则的底气和能力，规则话语权则反哺技术主权的稳固实现。

持续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奠定技术主权之“基”，产业生态自主可控筑牢技术主权之“体”，深

度参与制定国际规则拓展技术主权之“用”。三者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总逻辑下辩证统一，

共同体现了中国在智能时代重塑技术权力结构、维护国家经济独立和发展自主性的战略自觉。

五、结 论

智能时代的技术变革和国际竞争，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度调整。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技术进步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力量；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这一

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框架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突破生产力发展瓶颈的关键路径；鉴于技术

进步暗藏多重陷阱，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防控发展风险的理性选择；随着人工智能重塑技术主

权的内涵，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掌控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选择。

中国必须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一结论具有深刻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部分发

达国家的技术封锁现实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成就，共同印证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

要性和可行性。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和系统思维。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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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依赖零散投入，而需在关键方向上集中力量持续投入，将“卡脖子”难题逐步转化为自主可

控的技术支撑。单点技术的突破若缺乏产业生态的有效承接，其战略价值将大打折扣，因而构建

开放协同、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是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持久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在国际合作维度

上，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并非对立命题，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在规则制定中争取实质性话语

权，本身即是维护技术主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面对全球科技竞争格局的深度重构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演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已不仅

是发展路径层面的政策选择，更是筑牢技术主权安全根基、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内在要求。通过自

主创新掌握技术进步主动权，通过产业升级夯实核心竞争力，通过参与制定国际规则拓展发展空

间，三者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中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基本路径。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的探索实践也

将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具有参照价值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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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On the Path of Greater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OU Yunfan
(School of Marxism,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Summary：This paper conducts a systematic analysi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intrinsic linkage betwee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the latent traps embedded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dvancement, and the 
distinctive significance of AI for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thereby demonstrating the necessity, urgency, and feasibility of 
greater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rawing comprehensively 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historical comparison, and typical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substantiates the composite structure of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across multiple analytical layers.
  This paper yields three principal findings. Firs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drives productivity leaps by reshaping labor 
capacity structures, renovating means of production, 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labor objects, and optimizing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I, with data, algorithms, and computing power as its new elements, systemically restructures traditional 
productivity factors. Seco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rbors risks such as path‑dependence traps and technological 
monopoly traps. Third, in the AI era,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has evolved from a single dimension into a trinity of data 
sovereignty, algorithm sovereignty, and computing power sovereignty, transcending industrial competition to become a 
strategic issue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Fourth, evidence from indigenous innovation practices 
demonstrates that autonomous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can effectively narrow the performance gap with leading 
countries and reshape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global AI competition.
  Accordingly,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constitute the key path for overcoming productivity bottlenecks, 
avoiding technological trap risks, safeguarding the integrity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mastering the initiative of AI 
development. Autonomous breakthroughs in core technologies establish the foundation of sovereignty; an autonomous and 
controllable industrial ecosystem consolidates the “body” of sovereignty; and deep eng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rule‑making 
extends the “reach” of sovereignty. The three dimensions form a dialectical unity under the overarching logic of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revealing the paradigm shift of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from the 
category of productivity to that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thereby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advancing core technology 
breakthroughs through the new‑type nationwide system, building autonomous industrial ecosystems, and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AI governance. Its academic value lies in extending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regarding 
technological power structures in the digital era.
Key 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greater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core technologie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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